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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屈原作品、屈原人格精神展开了持续论

争，客观上促进了楚辞作品研究、屈原人格评论的

不断深入与楚辞专门之学的形成。文学的发展与语

言相辅相成，关于汉代帝王对楚辞诵读语言艺术的

喜好，以及其同楚辞在汉的兴盛之间的密切关系，

前辈学者多有讨论。汤炳正《屈赋语言的旋律美》［1］、

赵逵夫《屈原在完成歌诗向诵诗的转变方面所作的

贡献》［2］多有开创性的探索。王昆吾《诗六义原始》

认为“六诗是西周乐教的六个项目，服务于仪式上

的史诗唱诵和乐舞”［3］。伏俊琏《谈先秦时期的“诵”》

认为“先秦的诵可大致分为行人之诵、瞽史之诵和

经师之诵。它们是中国早期经典流传的主要形式。

‘诵’体现在文本上大致是节奏感强，韵律和谐”［4］。

但是，对于楚辞诵读问题的研究，尚有颇多可深入

的空间。

一  汉代楚辞诵读文献考辨

楚辞诵读的直接记载，最早见于刘歆《七略》，

此条材料保存于《北堂书钞》卷一四四：“孝宣皇

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被公羊裘，母老，每一诵，

辄与粥。”［5］此事又见载于《汉书·王褒传》：

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

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

马门。［6］

这里的关键文字为“诵”与“诵读”，由于不

少楚辞学者认为“诵”即歌唱，从而认为楚辞原为

合乐歌唱的唱词，因而，本文以秦汉时代楚辞递嬗

背景为考察视角，聚焦还原“诵”、“诵读”与“歌”

所承担的不同语言艺术功能属性，从而还原《七略》

和《汉书》所载楚辞诵读的历史场景。

《说文解字》“言”部“讽”“诵”“读”三

字并列。“讽，诵也”“诵，讽也”“读，诵书也”［7］。

《说文》“讽”“诵”“读”互释，表明三个词的

语义功能大体一致，也说明三个语词所指的语言艺

术形式甚为相近。相反，“歌”在《说文》归“欠”部，“歌

者，咏也”［8］，“咏，歌也”［9］。《说文》“歌”“咏”

互释。由此可见，《说文》所训释“讽”“诵”“读”

与“歌”“咏”的内涵外延应有严格界限。“讽诵”、“诵

读”与“歌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有声语言艺术表

达形式，这两种形式今日犹存于现实社会生活中。

“诵读”是用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将文字作品饱含情

感地大声诵出，以期与听者产生内心情感沟通，诵

读是一种有声语言的再创作活动。汉代诵读语言艺

术的具体声腔韵调以及与后世吟诵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其运用清晰响亮的情感语

言，并结合多种言语手段再现书面作品思想感情意

蕴，这应是可以的。而“歌”“歌咏”则与音乐紧

密相连，其本质是“乐”。音乐有其自身的旋律流

转，因而音乐的唱词并不强调字音的字调真实与完

整，即是说，字调被乐律本身的旋律所替代，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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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重点不在语言本身的抑扬顿挫与高低长短，

而在遗落字调后的字与字、短语与短语、句与句之

间的内在旋律所传达的情感内涵。

二  诵读不必是歌唱

“诵”在先秦文献典籍中极为常见。《周礼》

《左传》《国语》《战国策》《礼记》《论语》《孟

子》皆有记载。《周礼·大司乐》载：“以乐语教

国子，兴、道、讽、诵、言、语。”［10］贵族子弟

学习诗歌有此六种训练方法，郑玄注谓：“倍文曰

讽，以声节之曰诵。”［11］由此可知，“讽”应是

直接用日常生活语言将识记于心的文字读出，没有

任何修饰与附加，而“诵”则是一种有声调、有节

奏、有情感的有声语言艺术，“诵”的形式是更富

有音乐性的吟诵还是更接近言语艺术的现代朗诵，

仅依郑玄的注解，我们已无法还原其历史原貌。但

是，我们至少可以判明，“讽”“诵”虽具有“乐

语”的节律，但与“咏”“歌”有着本质不同。《左

传》也有诵诗的记载，诵诗一事往往由专人司职，

与《周礼》一样，“诵”需要专掌技艺的专职人员

以专门化的教育才能传承延续。《襄公四年》载：

“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

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12］《襄

公十四年》载：“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13］

《襄公二十八年》载：“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

鸱》。”［14］此类记载告诉我们，诵诗是一种需要

专门训练的技能，其表达重点是将为人熟知的书面

文字艺术化地呈现于声音，以浓烈而恰切的情感感

染听众，达成言说者的传播目的。《国语》有关诵

诗的记载与《左传》近似，《周语上》载：“故天

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

师箴，瞍赋，矇诵。”《楚语》载：“宴居有师工

之诵。”《晋语三》有舆人之诵。诵诗已然是一种

需经专业训练的专门技艺，诵诗者善于在公开场合

运用富有情感的艺术语言呈现精炼的书面文字，以

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礼记·内则》亦载：“十

有三年，学乐，诵诗。”［15］显而易见，“学乐”

与“诵诗”应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艺术技能形式，诵

诗并不是必须借助于外在能发出乐音的物质形式，

也不依赖于乐律，而是依靠人自身的发声器官来表

达情感。因此，诵诗并不是音乐，而是有感情地用

抑扬顿挫的声调诵读诗歌。《论语·子路》载：“子

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

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6］孔子所谓的诵

诗同样是在外交场合以恰当的文字引用来表达切合

现实交际场景的情形，而不是唱歌。《孟子·万章

下》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17］

“颂”即为“诵”，《孟子》所记颂诗读书正是诵

读诗书，与《汉书》所记诵读楚辞完全相同。《论

语》和《孟子》关于诵诗的问题，《湛园札记》有

考辨：“孔子曰诵诗三百，孟子亦曰诵其诗。诵之

者，抑扬高下其声，而后可以得其人之性情与其贞

淫邪正忧乐之不同。然后闻之者，亦以其声之抑扬

高下也，而入于耳而感于心，其精微之极，至于降

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乐之盛，莫逾焉。当时教

人诵诗，必有其度数节奏，而今不传矣。”［18］姜

宸英考辨诵诗，关注诵诗语言形式的抑扬高下，诵

者之所以要将语言艺术化地顿挫抑扬，其目的是“入

耳感心”，用艺术化的语言感染听者，使其达到情

感共鸣，甚得堂奥。

汉代直接记载楚辞诵读的文献极其缺乏，由于

诵读是有声语言传达艺术，考古资料也不可能有太

多直接证据。尽管如此，间接的文本诵读文献仍可

以为我们提供旁证。《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

臣虽家贫仍刻苦读书：“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

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19］

贫家子弟挑着担子在道路上诵书，想来一定没有音

乐的伴奏。《汉书》同传又谓朱买臣受宠臣严助的

推荐，被汉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词》，

帝甚说之”［20］。与九江被公一样，朱买臣以擅长

言楚辞为汉武帝所赏识，此“言”亦非“歌”非“咏”，

应是属于言语一途的语言艺术，这种语言艺术讲究

文字本身的声调抑扬，而不是像音乐遗落字调而专

注于字音延长所带来的旋律。《汉书·王褒传》记

载王褒与张子侨待诏汉宣帝，王褒以擅为辞赋为宣

帝宠信，并擢为谏大夫。“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

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

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

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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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之。”［21］治愈太子抑郁不乐、善忘不安的良方

居然是王褒等人的“诵读”之功。此“诵读”一定

不同于歌唱，诵读的文本是“奇文”和王褒等人自

己创作的辞赋。由此可知，文章等案头文学应适宜

于言语的诵读，而不必再配乐歌唱。此外，繁富的

辞赋文学也适合于声情并茂的响亮诵读，而不必合

乐而歌，《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22］

亦正是书面文字文学艺术的言语表达形式。王褒等

人诵读自己创作的辞赋，正是不合弦乐的口头言语

即兴表达形式，而并不是具有既定旋律的被管弦之

乐的音乐艺术。骆玉明《论“不歌而诵谓之赋”》言：

“在汉代，屈赋大概已经都是不歌而诵的了。”［23］

王昆吾《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认为：

“诵是比歌更接近日常口语的韵文语言……歌唱对

于语言简明性的要求，吟诵对于语言华丽性的要求，

使传播方式的区别转变为文体的区别，于是有了中

国文体的第一次分野：诗（歌）与赋（诵）的分野……

吟诵和歌唱相比，是一种字音间隔较小、词句较为

连贯的表述方式……楚辞不歌而诵，便成了这种文

人摛藻之体。”［24］由此可见，诵读不是歌唱，先

秦至汉延续的诵读技艺与歌唱界限分明，一为言语

艺术，一为音乐艺术，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25］

郭纪金《“诵”字的音义辨析与楚辞的歌乐特质》

认为“歌乐结合是中国古典文学在发展中形成的特

色，‘楚辞’就是楚人的歌辞，具有可歌性质……

屈原作品的文体原本叫‘诵’，从而确证楚辞是用

于歌唱的歌词”［26］。此外，郭纪金《楚辞可歌刍论》

亦认为“楚辞即楚人的歌词，和《诗经》、汉乐府

一样，具有可以歌唱的特质”［27］。楚辞可歌并不

符合屈原“忧心烦乱，不知所诉”［28］的创作目的

以及楚辞诵诗的语言实际，且不说《离骚》长篇巨

制，不可能用于规制旋律的合乐歌唱，即使是《九

歌》，明显也经过屈原精心润色增饰，民间流行的

祭祀乐歌大多较为粗鄙，而不是《楚辞》所见《九

歌》精整华丽之今貌。其实，先秦可配乐而歌的例

子甚为丰富，除《诗经》外，楚地殊异的《孺子歌》

《接舆歌》《越人歌》等皆是其例。《左传·襄公

三十一年》有“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29］

的记载，很明显，“诵”与“歌”各具社会文化功

能与实用交际意义，不可混为一谈。《史记·宋

微子世家》记：“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

坏……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30］歌咏之

诗乃为配乐而歌唱，所谓长歌当哭是也。汉代配乐

作歌十分流行。项羽垓下之围，四面楚歌，刘邦的

士兵在军乐队的演奏下随乐起歌的宏大场景让项羽

部属泣不成声。刘邦建立政权后，往淮南平英布，

归途过沛县，邀故人饮酒，酒酣，刘邦击筑，并唱

《大风歌》。刘邦所唱《大风歌》，一样需要击筑

配乐而歌。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和太初四年

（前 101），喜获天马，遂两作《天马歌》，此歌

为配乐歌唱的唱词，一唱三叹，反复咏歌。西汉乌

孙公主刘细君因和亲而远嫁西域，遂作《悲愁歌》，

悲叹少女心中的无奈与忧愁。由此可见，入乐入律，

是“歌”与“歌诗”区别于案头阅读文学的根本所在。

在屈原时代，这两种声音艺术表达形式已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有效手段。脱离早期原始的歌

唱音乐文学，楚辞已经属于走向案牍的诵读文学。

屈原创作《离骚》等作品，已经不是为了配乐歌唱，

而是在颠沛流离、穷途末路的蹇舛生活中诵读文字

聊以自慰。《离骚》诸作，其创作初衷在于抒泻郁

结的愤闷，以文字的形式让世人知晓自己内心的真

实情感。因而，屈原创作的目的已经不是为配乐歌

唱以传情达意，而是留诸笔墨以传于名山，正如汤

炳正《屈赋语言的旋律美》所言：“屈赋当中，除《九

歌》外，如《离骚》《九章》等，盖已皆‘诵’而

不‘歌’……由‘歌’到‘诵’……它已成为一种

独立的语言艺术，而不得不发挥其语言在表现力上

所特有的优势。也就是说，不得不进一步发挥语言

音响上所独具的音乐美和强烈的感情色彩……在诗

歌的发展道路上，当它（屈赋）脱离了舞蹈、音乐

和曲调而成为独立的语言艺术之后，不仅没有减低

它的艺术性，反而使‘诵诗’的语言美、旋律美得

到了进一步的发展。”［31］赵逵夫《屈原在完成歌

诗向诵诗的转变方面所作的贡献》亦有继续探讨：

“屈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歌诗向诵诗的转

变。屈原的作品，除《卜居》、《渔父》及就民间

祭祀歌舞词润色加工而成的《九歌》之外，都是‘诵

诗’……可见诵虽不同于配乐的歌唱，但也很能显

示出作品的节奏和音韵之美。”［32］皆为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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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屈原之后汉代楚辞诵读的流波余韵

汉代帝王皆喜好楚物楚语，这是推动楚辞繁荣

最为重要的政治上层原因。汉高祖钟爱楚声，《汉

书·礼乐志》记载：“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

也。”［33］汉宣帝不满足于楚辞文本的视觉阅读，

更醉心于听觉的声音感染力，因而特别召见擅长楚

辞诵读的九江被公前来诵读。由此可见，在汉代，

楚辞诵读显然是一专门学问，这门独特技艺自有其

特定的口耳传习系统和特殊的停连、重音、语气语

调、抑扬顿挫、高低缓急和节奏等技巧，并非人人

所能擅长。从《汉志》“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

之歌”的记载推测，歌唱更偏向于字句之间音长的

尽量延展，拉长字音，形成较长时间的咏叹，从而

重点传递字音背后寄托的旋律的弦外情感；而诵读

则更偏向于日常口语，在口语正常音速音长基础上，

适当夸张字词音长、音强，以更为响亮清晰且富含

情感的声音形式传递给听者，其传播重点在诵读声

音所依托的文字文本。从“博尽奇异之好”亦可知，

楚辞诵读技艺到汉宣帝时日渐式微，已经没有太多

人能长于此技。此一技艺的逐渐失传，与楚国的灭

亡不无关系。秦灭楚国，王权土崩瓦解，掌握文化

的贵族阶层沦陷四散，民间艺人亦东移南迁。更为

重要的是，随着楚地纳入中原版图，中原人不断南

迁入楚，楚地的方音方言亦不断中原化，楚音的日

渐衰微也就在所难免，这正是楚辞诵读技艺逐渐成

为绝学的内生原因。《战国策·秦策五》记载吕不

韦花心思着力打造公子异人着楚服觐见王后，并得

到来自楚地的王后的亲近，王后还为其变更名字曰

“楚”，秦王亦接见，“王使子诵，子曰：‘少弃

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34］，由

此可知，楚地诵读技艺需要专门师承口耳教习。尽

管操持特殊腔调、独特语音的楚语诵读口耳传承研

习者日渐稀少，但是，这门技艺历经汉代，甚至到

晋徐邈《楚辞音》、南朝宋诸葛民《楚辞音》，再

到隋代释道鶱《楚辞音》，尚有其流播痕迹可寻。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令尹子兰使上官

大夫短屈原于楚顷襄王，顷襄王听信谗言，怒而流

放屈原于江南，“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 ［35］。

由此可知，屈原本人即是楚地诵读行家里手，正是

因为他擅长诵读楚地先民的歌谣，在继承楚地民歌

的基础上，又长于将内心情感化为书面文字，遂产

生如《离骚》等惊采绝艳的诗篇。屈原流放于江南

之野，在“行吟泽畔”之时，“思君念国，忧心罔

极，故复作《九章》”［36］。《九章》开篇《惜诵》

言“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柕情”，王逸谓“论之

于心，诵之于口，至于身以疲病，而不能忘”［37］，

洪兴祖也有相同的认识：“惜诵者，惜其君而诵之

也。”［38］王逸、洪兴祖对屈原诵读诗章皆有清晰认识，

屈原将内心压抑的情感用千锤百炼的文学语言诵读

出来，以发泄郁结的心情，此诵读应不与歌唱相同，

是不必合乐而歌的另一种语言艺术。《艺概·赋概》

亦云：“《楚辞》《惜诵》无歌调，《九歌》无诵调。

歌、诵之体，于斯可辨。”［39］刘熙载自觉区分歌、

诵之不同，为我们研究楚辞语言提供新的启发。改

编自民间祭歌的《九歌》本就是歌唱的唱词，所以

刘熙载认为这是歌之形式。而屈原包括《惜诵》在

内的其他作品皆为抒泻心中牢愁而作，其目的是为

行吟之中的口头排遣，刘熙载认为这是诵之形式。《九

章·抽思》有“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句，王逸

谓“道思者，中道作颂，以舒怫郁之念，救伤怀之

思也”［40］，颂者，诵也，屈原反反复复以口诵出

的是他心中郁结的对故土故国故人的思念。屈原之

诵，正是楚地特有的有别于歌唱的诵读技艺，此技艺，

在楚地并不为屈原所独专，而是一门流行于楚地的

有声语言艺术。宋玉《九辩》有“然中路而迷惑兮，

自压桉而学诵”［41］，我们进而可以推测，此门技艺，

屈原凭师承关系以口耳相传于宋玉诸弟子，再绵延

传递至汉代而不衰。《汉志》所谓《诗》“三百五

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42］

的论断，其实同样适用于楚辞的流传，以口头诵读

口耳相传承续文字经典，这当是先秦文化典籍流播

之通例。姜亮夫编著的《楚辞书目五种》对楚辞的

诵读艺术亦有论述：“《楚辞》自汉已传诵读之法，

则其音必有与世习不相中者。世以为楚人楚语，音

异在地域之不同，谅矣！然余以为楚人必能楚语，

又何必借重于九江、被公诸人，则不仅于字音之异同，

其在声韵强弱高低急徐之间乎？”［43］姜亮夫考察《楚

辞》音义书目，所论甚洽。此外，姜亮夫《简论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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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学》对汉代楚辞诵读的历史场景亦有详论：“楚

音之异，约有两事，一者字音之异，二者诵读之异……

余自西南，旅于大江黄河乃至长白山，交其士大夫，

习闻其诵诗之法，实最多方，与其语言相表里，且

大体得之师儒旧传，则今江陵、武昌、长沙间诵读，

当亦于贾生、刘安、向歆父子、师叔父子所诵唱不

相远，则谓屈赋诵读之法，尚存人间，必不相远，

则不必强证而可卜者矣。”［44］姜亮夫尚能亲耳听

闻长江南北故楚之地的诵读之声，足见此一技艺自

先秦至汉继而绵延至近代的久远流传，楚音楚语穿

越千年，其遗韵至今犹存于故楚广阔地域。金开诚

等《屈原集校注》亦有相似论断：“《离骚》则因

篇幅过长，必不能唱……后来汉人的拟骚之作也不

能唱。”［45］金开诚着眼《离骚》篇幅体制，认为《离骚》

不能歌唱的原因是其文字过长所致，这种认识应符

合歌唱实际。正如前面所论，在屈原时代，用于歌

唱的《诗经》式文学体例，经过屈原等人的授受继承、

开拓创新，已经由听觉的音乐文学嬗变成视觉的案

牍文学，文学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自觉时代，中国

真正产生了第一批以文字为创作载体的文学创作者，

文学遂成为文本之学，诵读案牍文学随即成为传播

文字载体的有效语言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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